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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合实践: 环境传播的修辞理论探析

刘 涛

摘 要: 环境传播是指以生态环境为基本话语出发点，不同社会主体围绕环境议题而展开的文本表征、话
语生产与意义争夺实践。在环境传播的社会劝服与话语生成机制中，接合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修辞实践。接合的
基本思想就是发现并激活事物与特定话语之间的勾连关系，进而赋予事物诠释行为一定的“话语框架”，也就是
创设了意义生成的“语境元语言”系统，从而在修辞学意义上达到更好的劝服功能。诸多环境主义运动通过对
一系列既定话语的有意征用，发现了环境议题与既定话语之间隐秘的接合关系，这不仅实现了新的话语的生产

与再造，而且赋予了环境主义运动一种合法的话语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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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传播指以生态环境为基本话语出发点，不同社会主体围绕环境议题而展开的文本表征、话语
生产与意义争夺实践，其目的是提供一种接近并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话语图景和传播实践。修辞实践
是环境传播研究绕不开的一个理论话语［1］。本质上讲，修辞行为强调的是一种劝服性意义的生产实
践。从生态符号的识别与再造，到环境文本的意义表征，再到环境话语的生成与构造，最后到社会运
动维度的认同构造与社会动员，修辞往往作为一柄暗中挥舞的利剑，积极参与了环境传播中一切与意

义有关的象征实践。正是通过象征交换实践中对语言符号的“委婉表达”和“策略性使用”，生态主
体得以在环境传播场域中实现某种“劝服性话语”［2］的生产，并使其成为一种合法的社会认知。罗伯
特·考克斯 ( Ｒobert Cox) 因此指出，从修辞学视角接近环境传播，这是环境传播理论研究一个非常
重要的理论路径［3］( P54 － 56)。
在环境传播实践中，修辞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理论范畴，“劝服性话语”的生产往往诉诸于多种途

径和形式，所对应的是不同的修辞实践。因此，研究环境传播的修辞理论，客观上需要对修辞行为进
一步细化和明确化，从具体的修辞视角切入进去。当“绿色和平” ( Green Peace) 成员划着小船试图
阻挡苏联的捕鲸战舰时，他们被尊为冷战时期的 “正义的守护者”; 当 “地球解放阵线” ( ELF) 成
员试图用身体阻拦疯狂前进的伐木车队时，他们却被称为十足的 “生态恐怖主义” ( Eco-terror-
ism) ［4］。为什么几乎类似的环保行为却被赋予截然相反的意义? 本质上是修辞主体征用了不同的修辞
实践。其实，在“正义的守护者”与“生态恐怖主义”这套被发明的符号能指背后，对应的是两种
完全不同的语境框架———前者指向西方话语普遍推崇的美国精神与美国价值观，冷战时期急速扩张的
政治话语完整接管了环保话语，“绿色和平”成为诠释美国精神最完美的符号载体和意象体系; 后者
植根于资本主义极度贪婪的生产欲望和消费话语，在工业主义霸权话语所铺设的资本逻辑中，环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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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被视为阻碍经济增长的绊脚石。可见，在环境传播的修辞实践中，为了制造强大的劝服效果，修辞
主体常常会激活并征用一定的话语形式，使其成为一种普遍共享的合法的社会认知，进而 “以话语
的方式”实现意识深处的劝服目的。在这场有关符号命名、构造与争夺的修辞实践中，事物与话语
之间的连接关系是如何建立? 话语又是如何获得对事物意义的解释权? 话语深层的阐释体系所征用的

修辞策略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无疑指向一种更微观、更具体的修辞实践———接合 ( Articulation) 。
在诸多修辞学理论视角中，接合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话语策略和切入路径。从接合理论视角接近并

探讨环境传播的修辞理论，这是环境传播研究有待深入思考的一个理论命题。在接近接合理论之前，
有必要对环境传播的修辞实践过程与原理进行阐述。

一、环境传播的修辞实践

在当代西方修辞学那里，修辞直接作用于人们的认同体系，不单单强调语言使用的规范和美学意

义，更强调语言在社会劝服与认同构造上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修辞的含义拓展到 “劝说”、“语言使
用”、“劝说效果”、“社会动员”、“有效的演说策略”等话语范畴［5］( P1)。布尔迪厄进一步指出，修辞
的目的就是“使一个团体获得某种授权的意志、计划、希望和前途”［6］( P191) ，从而将主体意图 “变得
可以被识别，甚至可以被错误识别”［6］( P170)。当修辞主体的言辞在阅听者那里诱发了某种认同，权力
便悄无声息地产生了，权力关系最终转化为符号权力，并且在符号修辞实践中被合法化。借助语言使
用的修辞实践，权力阶层巧妙地将 “压迫和剥削关系掩藏在自然本性、善良仁慈和贤能统治的外衣
下”［7］( P358)。因此，修辞实践本质上体现为微观权力的施展行为，即通过对语言符号的发明、构造、
组织和巧妙使用来达到最佳的劝服目的。
在修辞学那里，为了产生最大的劝服效果，“诉诸话语”是一种常见的修辞途径。具体来说，话

语是一种理解世界的共享方式，它“将某些信息连接成连贯的情节或阐述”，而且 “建构了意义与关
系，从而帮助人们界定什么是基本的常识，什么是合理的认知”［8］( P9) ，其目的就是致力于使现实合法
化。某种意义上讲，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思潮、宣传口号、社会共识、文化观念、哲学认知都属于典型
的话语形态。当“可持续性发展”这一话语被生产出来，它便客观上获得了对现有生态秩序的规划
和改造权力。一方面，“绿色投资”、“绿色产品”、“绿色职业”、“绿色技术”等工业图景随之被合
法化了; 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时期许多备受争议的生态科技行为在这一话语的 “保护”和 “转移”
下被合法化了。
就环境传播实践而言，修辞既是环境话语生成的实践方式，也是环境话语争夺的实施途径。环境

传播的参与主体是多元的，具体包括公民与社区组织、环保组织、科技专家、企业与商业公关组织、
反环保主义组织、媒介与环境新闻、官员与政府部门［9］。可以说，六大环境主体代表不同的利益阶
层和价值取向，彼此之间存在着或对话、或竞争、或冲突的劝服关系。为了在环境传播实践中取得主
导权，不同环境主体往往会发起一场有关合法性争夺的修辞革命，即通过对语言的象征交换与委婉表

达来实现自身观念、行为和价值的合法化表征。修辞劝服的基本策略就是诉诸话语，其目的是 “以
话语的方式”完成认同构造的社会劝服功能。在企业与公关组织那里，“人类中心主义”是他们强行
推销的环境话语。相应地，环境问题被建构为工业文明与物质进步的 “必要代价”; 相反，环保组织
敏锐地发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诸多破绽及其局限性，通过对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气候变化、
食品中毒、生态难民、物种灭绝等对抗性修辞资源的有效征用与修辞再造，以此强调 “生态中心主
义”和“生命中心主义”环境话语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与此同时，环境话语要想成为环境传播场域中唯一合法的意义网络，往往离不开意义生产与秩序

建构维度的修辞实践。正是借助修辞的驱动和润滑，环境话语才成为 “一种理所当然的社会认
知”［3］( P58)。约翰·德莱泽克 ( John S. Dryzek) 在《地球政治学: 环境话语》中提出了四种环境话语
类型，分别是“生存主义” ( Survivalism) 、“问题解决” ( Problem Solving) 、“可持续性” ( Sus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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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lity) 和“绿色激进主义” ( Green Ｒadicalism) ［8］( P13 － 16)。在具体的修辞理念上，“生存主义”环境
话语刻意突显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平衡性”危机，文本叙述的常见修辞手段体现为忧患话语
生产与灾难叙述［10］( P3 － 6); “问题解决”环境话语承认环境危机的现实后果，但依然强调可以借助行
政管理［11］( P32 － 33)、民主决策［12］( P20 － 27)和经济控制［13］( P123 － 142)等手段予以解决，环境危机被建构为工业

齿轮旋转的“必要代价”以及不那么棘手的“技术麻烦”; “可持续性”环境话语构造并诠释了 “可
持续性发展”这一生态蓝图，试图沿着更为科学的生态路线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必要的改良
和校正，在修辞理念上侧重对科学话语与改良主义哲学的巧妙挪用［14］( P43 － 66); “绿色激进主义”环境
话语强调社会运动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意义，在具体的修辞理念上发明并生产了一系列新的话语形式

———绿党政治、环境正义主义、生态浪漫主义、生态宗教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主义、绿色
消费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
纵观上述有关环境传播的修辞实践，劝服性意义生产的常见策略就是 “诉诸话语”，进而从话语

那里获取认同构造与社会劝服的合法力量。接踵而来的一个问题是: 在事物意义的修辞学生产过程
中，话语是如何“出场”的，意义是如何传递的，事物和话语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勾连在一起的，其
微观的修辞运作机制及其权力关系又是什么? 这便涉及修辞学意义上的接合实践。

二、接合实践的基本原理

当一种修辞行为指向某种话语，并伴随着特定的话语生产后果时，我们可以说，修辞学意义上的

接合实践产生了。欧内斯特·拉克劳 ( Ernesto Laclau) 和香特尔·墨菲 ( Chantal Mouffe) 在 《霸权
与社会主义策略: 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一书中提出了 “接合”这一概念，旨在从修辞学意义
上揭示政治运动的社会动员机制。接合又被译为勾连，意为 “一种构建事物与意义之间对应关系的
意指实践”［15］( P105)。为了达到最佳的劝服功能，接合往往会诉诸于特定的话语方式，强调将事物勾连
并置于特定的话语陈述体系中，进而 “以话语的方式”赋予事物意义以合法性和正当性。在日常生
活中，我们经常说的“上纲上线”就是一种典型的接合实践。当认识问题上升为立场问题，道德问
题上升为法律问题，作风问题上升为路线问题，普通问题上升到民族国家问题，其目的就是借助强大

的话语途径重新界定事物的意义体系。由此看来，接合是一种修辞学意义上的意义生产途径，意为借
助特定的话语方式来完成事物与意义之间的连接关系，进而实现社会意识深处的认同劝服目的。
在意义的争夺和生产过程中，拉克劳用 “浮动的能指”来揭示符码与意义之间的随机状态和不

稳定结构［16］( P435) ，而接合实践则尝试从修辞学意义上重新争夺并赋予事物以新的意义。按照拉克劳
和墨菲的观点，“接合实践存在于符号结点之间的意义建构中，由于符码与意义之间的勾连与固定，
符号得以运载某种具有偏向性的意义。”［15］( P113)在伊恩·安格斯 ( Ian Angus) 那里，接合意味着一种
特殊的意义建构方式——— “接合实践抵达的是一个权力概念，它不单单指向不同旨趣阶层之间的意
见分歧或对话行为，更为关键的是指向深层次上的共识构造过程。”［17］( P535) 显然，安格斯更倾向于在
政治语境和历史语境中来审视接合实践———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事物之所以呈现出这样而非那样的
意义，本质上离不开霸权话语所启用的接合策略，因为事物往往按照霸权话语所铺设的诠释体系而获

得某种“授权的意义”。具体就“可持续性发展”的意义体系而言，之所以实现了 “生态中心主义”
( 生物圈) 和“人类中心主义” ( 利益圈) 两种环境伦理的 “生态整合” ( Ecological Integrity) ，本质
上还是离不开工业主义霸权话语在修辞学意义上的接合实践，因为 “可持续性”更多地还是在强调
资本生产的“可持续性”话题。
凯文·迪卢卡 ( Kevin M. Deluca) 进一步指出了接合实践得以发生的两种话语行为，第一是陈述

事物 ( Speak Forth Elements) ，第二是连接事物 ( Link Elements) ［18］( P38)。前者强调对事物符码的选择
和界定，并沿着特定的话语方式对其本质进行意义表征; 后者强调改变事物的所指意义，重新勾连符

码与意义之间的连接关系，即赋予事物以新的意义。由于事物及其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是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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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定的，而是偶然的、不确定的、约定俗成的［16］( P435)。迪卢卡因此指出: “在接合实践发生之
前，事物只是一个‘浮动的能指’ ( Floating Signifiers) ，连接的功能就是重新修订事物的属性，使其
看起来像是被重新言说一样。”［18］( P38)

在环境传播实践中，接合实践其实就是在修辞学意义上发现并构建事物的意义体系。这里的
“事物”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指涉范畴，包括环境运动、环境事件、环境新闻、环境思潮、环境文
本，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是环境传播场域中一个个典型的概念术语，即意指概念 ( Ideographs) 。接合实
践更多地体现为对一系列意指概念的发明、构造与意义争夺。意指概念不同于一般的符码术语，而是
被特定话语专门“拣选”的一些符号术语。正如迈克尔·迈克吉 ( Michael C. McGee) 所说: “当某
一符号概念进入特定的话语表征体系中时，意指概念便产生了。意指概念是最基本的被建构的事物，
是意识形态大厦构建的砖瓦泥沙。”［19］因此，意指概念往往指向意识形态范畴，是意识形态发挥作用
所征用或使用的一系列符号概念———如国际政治场域中的 “人权”、“自由”、“法制”、“启蒙”等，
民族主义场域中的“身份”、“国家”、 “忠诚”、 “共同体”等，女权主义场域中的 “平等”、 “主
体”、“父权”、“差异”……可以设想，离开这些意指概念的 “在场”，相关议题便失去了主体感知
的符号载体，以及话语表征的逻辑支撑。具体到环境传播场域，“平衡”、“安全”、“进步”、“绿
党”、“可持续性”、“气候变化”、“环境民主”、“环境正义”、“生态多样性”等概念术语成为环境传
播场域中极具代表性意指概念。所谓接合实践，更多地体现为这些意指概念的意义生产与争夺状况。
接合实践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说意指概念与其意义之间的勾连关系是如何建立的? 这便涉及到环

境传播实践中两种重要的修辞方式———符号发明与框架争夺。一方面，在环境风险不断蔓延的今天，
诸多环境议题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矛盾”和 “问题”被建构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辞实践就是
对一系列新的符号资源的发明与构造。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 ( Deirdre N. McCloskey) 所强调的“争
议制造”［20］( P66)功能，以及迈克尔·列伏 ( Michael Leff) 提到的 “争议的周期性再发现”［21］( P19)功能，
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强调意指概念在公共议题构造上的关键角色。可以设想，如果离开 “生态移民”、
“环境正义”、“生态难民”等意指概念，诸如底层群体或有色人种所遭遇的环境不公等现象便失去了
议题表征的符号载体和言说方式。具体来说，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许多东部的化工企业为了逃避环
评责任而迁往西部腹地，将污染转嫁到西部偏远地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语境下特殊的 “环境正
义”* 。当“环境正义”这一意指概念被发明出来，它便构建了一个环境公共议题得以形成的巨大的
“话语性场域” ( Field of Discursivity) ，人们可以在环境正义框架中进一步审视其他类似的环境事件以
及遭遇环境不公的特殊群体。
另一方面，除了新的符号资源的发明和构造，环境传播的勾连实践还体现为对一些已有符号资源

的二次诠释和框架争夺。环境传播的诸多参与主体分别代表不同的利益阶层和价值立场，但都无条件
地拥护“进步”、“和谐”、“平衡”、“安全”、“健康”等意指概念所铺设的公共话语，然而在具体的
符号意义生产实践中，却诉诸于不同的诠释框架。究竟是什么“平衡”［22］，什么是“安全”［23］，什么
又是“健康”［24］，不同的话语主体都给出了不同的前提或界定条件，相应的意义体系也发生了微妙的
偏移。就环境传播的接合实践而言，“进步”是一个被各种话语轮番争夺的符号概念，不同时代的霸
权话语强行赋予其特定的指涉意义，以此编织或修复自身话语的合法性。然而，“这一演变过程实际
上受制于修辞本身所指涉的象征意义以及政体结构所施加的压力强度。”［19］在古希腊哲学那里，“进
步”意味着知识获得与理念形成; 在中世纪哲学那里，“进步”意味着在道德与灵魂层面向神性靠
近; 在文艺复兴时期，“进步”指向科学精神和自由理念的进步; 在启蒙运动时期，“进步”指向科
学技术和工业主义的进步; 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进步”的涵义被重新表征为经济增长［25］( P34 － 36)。
可见，“进步”这一能指的意义之所呈现出一种浮动状态和争夺状态，本质上是因为 “进步”被勾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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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 2011 年 11 月，《时代周报》推出了东部企业将污染转嫁到西部偏远地区的调查报道。2014 年 9 月，《新京报》持续关注腾格里沙
漠，沙漠出现巨大污染池，再次引起舆论关注中国的“环境正义”问题。



到不同霸权话语支配下的“话语框架”，因而获得了新的诠释和意义。由此看来，接合指向事物意义
的一种修辞学建构方式，其目的就是建立事物与特定话语的关联性和对应关系，进而赋予事物诠释行

为一定的“话语框架”。

三、作为 “语境元语言”的 “话语框架”再造

在接合实践中，拉克劳和墨菲特别强调 “话语框架”在接合实践中的重要意义。我们之所以会
按照特定的思维方式理解事物，本质上离不开意识深处的话语框架。不同于一般框架理论所提到的框
架，话语框架是一种经由话语建构的极具劝服力道的认识方式。话语框架的修辞动力来自话语，认识
逻辑指向深层次的话语体系，因而意味着一种话语性的认知框架。如同一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话语
框架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同时也铺设了一种既定的认同逻辑。在成功的修辞实践那里，权力话语
的标志性“产品”便是生产了某种话语框架，以使主体的认同过程沿着预先设定的诠释体系展开。
正如拉克劳和墨菲所说: “话语框架不仅构成并组织了社会关系，而且是接合实践的最终结
果。”［15］( P96)纵观中国近些年的群体性暴力袭击事件，在官方的话语接合实践中，如果说前些年的暴力
事件还停留在“打砸抢烧”这一传统的修辞框架中，近两年北京 “10·28 事件”、昆明 “3·01 事
件”、乌鲁木齐“5·22 事件”等则直接征用了西方世界普遍使用的 “恐怖主义”话语框架。这种接
合策略实际上是向西方话语的一次致敬式对接。因为，在“911 事件”之后，西方话语苦心经营并最
终合法化“输出”的标志性 “产品”就是恐怖主义。为什么类似的行为被赋予了不同的诠释体系，
本质上是这一行为被勾连到不同的话语框架中，或者说修辞主体使用了不同的接合策略。由此看来，
接合实践“伪造”了事物和意义之间的连接关系，而接合策略就是诉诸于特定的话语框架，即致力
于发现、激活、征用、甚至生产事物意义与特定话语之间的连接关系，进而沿着特定的话语方式完成
事物意义的赋值功能以及话语深层的劝服目的。
按照迪卢卡的观点，环境传播实践中最耐人寻味的接合实践就是有关 “自然的主导权” ( Domi-

nation of Nature) 的话语框架的争夺实践。从古希腊到当代社会，“自然”的意义总是处于各种霸权
话语的轮番争夺状态中，“无论是自然的主导者，还是其意义得以存在的霸权话语，都是处在一个动
态演变过程中”［18］( P38)。具体来说，古希腊哲学赋予了自然特定的神秘感和敬畏感，知识的获得实际
上依赖于对于未知自然界和实在界的心灵思辨 (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哲学理念) 和感觉经验 ( 亚里士

多德哲学理念) ; 中世纪哲学建立在“向死而生”的神学理念之上，自然不仅意味着满足人类肉体生
命的财富资源，同时也是彰显神的大能和荣耀的载体; 文艺复兴时期强调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人与

自然的一切实践关系最终都服务于 “科学精神”这一目标，即唯有与自然保持适度的距离，人类才
能真正把握并塑造自己的中心地位; 启蒙运动时期的现代哲学牢牢地树立了人类“心灵优位”的哲学
观念，基于工具理性的科学技术进步成为驱动并解释一切人类活动的根本动因，自然彻底沦为人类征

服的对象，“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点; 工业主义时期，科学话语和技术理性
成为诠释一切行为的主导性霸权话语，自然生态被建构为一种可以进行转让和买卖的私人财富或公共

产品，只具有工具性、资源性的附加价值，自然危机同样被视为一种可以借助经济手段予以调节的经
济问题; 进入当代社会，随着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等全球性环境危机日益加重，尽管工业
主义霸权话语依然牢牢地占据着对“自然”的解释权和支配权，但随着一系列环境主义运动的兴起，
自然的角色被重新识别和关注，“可持续性”环境话语正在试图缔造又一个生态想象蓝图……由此可
见，纵观古希腊时期到当代社会的“自然的主导权”，“自然”的功能和角色一直处于一个动态的演
变轨迹中，不同时期的“主导性话语” ( Dominant Discourse) ［3］( P58) 都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接管并支配
“自然”的意义体系。正是在对“自然的主导权”的意义争夺实践中，“自然”被接合并置于不同的
霸权话语框架中。霸权话语的思路非常清晰，那就是将“自然”建构为一种“为我所用”修辞资源，
以此实现自身话语的合法化表征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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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审视接合实践的符号学运作原理，不难发现，接合实践之所以能够发生，依赖于对特定话

语框架的发现、激活与征用行为，而话语框架本质上铺设了一套接近事物释义体系的语境元语言
( Metalanguage of Context) 。在罗曼·雅柯布森 ( Ｒoman Jakobson) 看来，元语言指向语言释义体系中
那些有关游戏规则、基础构造、编码原理的语言［26］( P356)。从语言的释义规则来看，元语言更像是列
维-斯特劳斯所理解的“社会文化行为的底层规则”［27］( P179)。可见，元语言就是关于语言的语言，就
是用来解释语言的底层语言，本质上指向语言运行的释义法则。每一次释义行为，背后都有一个由多
种因素构成的元语言集合，其功能就是对事物的释义过程进行必要的限定和引导。元语言大体上可以
分为三类，分别是社会文化维度的语境元语言、解释者维度的能力元语言、文本本身的自携元语
言［28］( P233)。当事物被勾连到一定的话语框架中时，接合实践实际上构造了一种语境元语言，这使得
我们能够在某种共享的话语维度来赋予事物以意义。在现象学传统那里，事物与语境元语言的关系可
以理解为主题与背景的关系，因为背景提供了主题释义的外部语境。类似于福柯所说的 “话语性场
域”，语境元语言揭示了社会文化在符码意义生成中的决定性意义，而接合实践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语
境元语言的修辞学生成机制。在环境传播实践中，“进步”、“自然”、“平衡”、“健康”、“可持续性”
等意指概念的意义之所以呈现出一种流变和争夺状态，本质上是因为它们被勾连到不同的话语框架

中。因此，接合行为的结果就是“话语出场”，这不仅为释义过程中的话语介入提供了可能，而且为
释义本身提供了一套元语言。正如伊恩·安格斯所说， “接合实际上是在探讨话语介入 ( Discursive
Intervention) 和话语语境 /话语场域之间的一种关系”［17］( P536)。正因为接合实践提供了一套语境元语
言，我们可以按照话语所设定的语境框架来重新接近并确认事物与意义之间的勾连关系，并将其视为

一种合法的社会认知。
作为“语境元语言”的话语框架虽然提供了一套释义体系，但在许多时候，同一修辞主体所征

用的话语框架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外在形势的变化 ( 如宏观政治语境有所变化、竞争对手的修
辞策略变化、运动路线和结盟策略发生变化等) 而适时调整自身的话语框架。换言之，就事物意义
的构造机制而言，同一修辞主体的接合实践并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一种流动和变化状
态。在广州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中，当地居民征用了一系列话语框架，以期赋予自身的环境抗争行为以
合法性，话语框架本身也呈现出一种流变状态。具体来说，2009 年 10 月，当番禺选址建厂的消息不
胫而走，当地居民起用基于环境正义修辞策略的 “邻避主义”话语框架，即通过强调垃圾焚烧厂的
潜在危害而激活当地居民的 “不要建在我家后院” ( Not-In-My-Back-Yard，NIMBY) 的抵抗心理。
“邻避主义”在修辞策略上明确提出“保卫番禺”口号，这对当地居民的社会动员能力是巨大的，但
却很容易被其他地区的居民视为一种狭隘的“地方行为”。因此，为了赢得更大范围的舆论支持，番
禺居民开始调整自己的话语框架，并正式启用了 “美丽广州”话语框架，认为番禺是广州下属的一
个行政区，因此本身就是广州的一分子，而即将于 2010 年在广州举办的十六届亚运会正在呼唤一个
美丽的广州。这是一个巧妙的修辞转化行为，将环境危机的潜在受害群体从番禺地区延伸到整个广州
市，因而上升为一个有关城市形象的公共事件。2009 年 11 月 21 日，待央视公开报道了番禺垃圾焚
烧厂事件后，番禺居民再次调整了自己的话语框架，转向征用了 “民主决策”话语框架，即在公共
安全事件中如何最大限度地保障底层群体的参与权利和决策权利。当 “民主决策”话语框架被生产
出来，番禺事件的性质和意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瞬间上升为一个全国性的公共政策事件。于是，媒
体开始以番禺事件为契机，将问题的焦点引向了“环境民主”这一法制话语框架* 。可见，从 “保卫
番禺”到“美丽广州”再到“民主决策”，三种话语框架存在时间意义上的推进逻辑，客观上也折射
出接合策略的变迁过程。换言之，番禺事件中的修辞主体不断调整自身的话语框架，以此赋予番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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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初，媒体纷纷在“民主决策”的话语框架中审视番禺事件，代表性的媒体观点如新华每日电讯《垃圾处理问计于民，民主决策作示
范》，南方都市报《番禺垃圾发电厂环评要民主公开》，潇湘晨报《全民公投，垃圾危机催生民主决策》，羊城晚报《番禺“垃圾门”:需要检
视的决策演练》，经济观察报《番禹公投是政府决策理念的进步》等。



民的环境抗争行为以不同的阐释语境和意义内涵。修辞学意义上讲，同一环境抗争行为，当被接合到
不同的话语框架中时，它的意义也呈现出一种流变状态。事物意义之所以发生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修辞主体征用了不同的语境元语言，或者说事物所处的诠释语境发生了变化。语境从来都不是
一个默不作声的陪衬性存在物，而是对文本的释义过程发挥着非常重要的限定和导向作用，并且一定

程度上直接参与文本意义的生成与建构［29］。因此，即便是同一修辞主体，面对同一行为，同样会根
据外在舆论环境的变化以及竞争者修辞策略的变化而适时调整自身的话语框架，即赋予事物诠释过程

不同的语境元语言系统，以期在 “语言交换市场”中获得最大的劝服能力，这是修辞行为中普遍存
在的接合实践。

四、接合实践与环境主义运动

在环境传播场域中，接合实践不单单体现在对普通文本的界定、表征与争夺层面，同时指向一个
更大的文本形态———环境主义运动。与女权主义运动、公民权利运动、种族公平运动、全球正义运动
等运动形态一样，环境主义运动是一种典型的新社会运动［18］( P34 － 37)。在克劳斯·奥菲 ( Claus Offe)
看来，社会运动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是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政治革命，第二次是社会主义对自

由资本主义的暴力斗争，第三次则是以修辞为主要斗争工具的新社会运动［30］。不同于象征王权扩张
与体罚威胁的暴力运动，新社会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修辞运动，其根本目的是借助话语修辞的方式

“挑战既定的社会规范，质疑统治阶级的价值逻辑，并最终完成对于现存世界秩序的命名方式的根本
性解构”［18］( P25)。可见，新社会运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推翻已有的政体架构，而是基于非暴力的、改
良主义的话语认同斗争，更多地是一场 “观念层面的斗争”。新社会运动的结果体现为，“并非直接
产生了某种客体现象，而是那种表征现实和解释现实的修辞策略和言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31］。
环境主义运动形式多样，其差异也更多地指向修辞方式的差异。约翰·德莱泽克提出了十种具体

的绿色激进主义话语，每一种环境话语都对应于特定的环境主义运动———生态正义主义、生态女性主
义、深生态主义、生态区域主义、生态宗教主义、生态浪漫主义、绿色消费主义、欧洲绿党政治、社
会生态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和全球生态主义［8］( P181 － 228)。纵观诸多绿色激进主义环境运动的修辞实
践，它们的共同点都致力于挑战工业主义霸权话语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尝试在全社会范围内创建一个

阐释“绿色”意义、寻求 “绿色”对话、构建 “绿色”意识、推进 “绿色”政治的 “绿色公共领
域” ( Green Public Sphere) ［25］( P130) ，然而在具体的话语思想和行动理念层面，却诉诸于不同的接合实
践，也就是从女性主义、宗教主义、消费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其他话语那里寻求适于环保诉求的话语
资源，其目的就是建立环境议题与其他公共议题之间的修辞对接和象征联系。具体来说，不同的环境
主义运动都激活并挪用了某种既定的话语，并在相应的话语框架中重新审视环境议题，这使得环保议

题被巧妙地转化为其他性质的公共议题 ( 如种族歧视问题、性别平等问题、民主政治问题、公民身
份问题、生命伦理问题等) ，从而赋予环境保护一种合法的话语支撑。正是在接合实践中，环保议题
被悄无声息地激活，并转化为一个公共议题，而且更为关键的是，环境议题进入某种合法的话语框架

中，不仅完成了环境传播场域中一种新的环境话语的生产和再造，同时制造了一场普遍而深刻的环境

主义运动。接下来我们就有代表性的环境主义运动的接合实践进行详细解读，以此把握接合实践的修
辞智慧及其权力运作机制。
在生态正义主义运动 ( Ecological Justice) 那里，工业废渣之所以掩埋在黑人社区的家门口，这

已经不单单指向纯粹的环境问题，而是在修辞学意义上被建构为一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问题。当环境
问题被巧妙地勾连到种族歧视话语框架中，这便赋予环境保护一个合法的政治话语支撑; 在生态马克

思主义运动 ( Eco-Marxism) 那里，因为资本主义贪婪的扩大再生产不仅制造了全球性的资源危机和
消费异化，同时也制造了一个全球性的被压迫阶级和饱受工业污染之痛的特殊阶级，这使得生态危机

成为挑战资本主义合法性的第一个信号。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和经济危机论，生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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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巧妙地发现了环境危机与马克思主义话语思想的微妙联系，因而转向了生态威胁论; 在社会

生态主义运动 ( Social Ecology) 那里，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之所以难以调和，根本上源于人类社会根
深蒂固的等级制度，只有打破身体对心智、城市对农村、国家对社会、人对自然的支配，才能在现实
的政治土壤中构建生态共同体，这使得环境危机与等级制度话语之间建立了勾连关系; 在生态女性主

义运动 ( Eco-feminism) 那里，环境灾难的直接动因是人对自然的傲慢与支配，自然被建构为只具有
资源属性的消费对象，而人对自然的支配关系又进一步可以追溯到父权文化背景下男性对女性的傲慢

与偏见。因此，环境问题与性别主义话语建立了一定联系，并且被巧妙地置换为一个涉及 “性别、
自然与政治”的文化命题; 在生态浪漫主义运动 ( Ｒomantic Disposition) 那里，无论是前者对生态美
学和超验性生命体验的执着追求，抑或是现代生态浪漫主义对未来世界图景的绿色想象和科学建构，

二者都有效地建构了环保意识与绿色浪漫体验之间的勾连关系，进而赋予了生态保护以一定的话语使

命。在生态区域主义运动 ( Bioregionalism) 那里，强调沿着特定的生态链条和生物区域来构建一个跨
越种族和国家的“区域性社会”，自然环境不再是地缘空间意义上的物理概念，而是上升为一个象征
文化结盟和社群结盟的社会概念和政治概念; 在生态宗教主义运动 ( Eco-theology) 那里，强调借助
宗教的精神引领来实现环境意识的心灵转向，比如从东方的道教、佛教和印度教传统中来寻求那种塑
造人类环保意识的神秘力量和自然哲学; 在全球生态主义运动那里，环境危机与 “第三世界”、“全
球正义”、“帝国主义”、“全球化”、“新殖民主义”等符号术语建立了话语联系，环境问题被巧妙地
置换为全球化语境中的平等与正义问题，因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公开而合法地谈论 “穷人的环境主
义”……纵观以上环境主义运动的修辞实践，不难发现，正因为环境议题与既定话语之间建立了一
定的象征联系和勾连关系，这使得我们可以在既定话语所创设的 “话语性场域”框架中重新审视环
境问题，并赋予环保行为一种合法的意义阐释体系。

五、结 语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事物意义的赋值行为，接合实践具有明显的劝服倾向与修辞目的，因此更强

调一种劝服性意义的生成方式。就劝服性意义的生成机制而言，接合实践不仅强调赋予事物诠释行为
一个合法的话语框架，而且强调通过接合行为完成一种新的话语的生产。前者指向意义生产层面的接
合关系，后者指向话语生成层面的接合关系。一方面，接合实践的关键是赋予事物诠释行为一个话语
框架，以此建立事物与特定话语之间的勾连关系。由于话语悄无声息地提供了一套有关事物意义生成
的排他的、合法的、生产性的框架体系，因而从话语那里寻求意义生产的合法的修辞资源，并 “以
话语的方式”实现意义赋值与深层次的认同构造目的，这正是接合实践往往会普遍 “诉诸话语”的
根本原因所在。相应地，有关符码概念的发明、命名与构造，以及对其意义生产的话语征用与框架争
夺，便成了接合实践中最常见的微观修辞策略; 另一方面，当一个事物进入既定话语的诠释体系，它

便从其原始的意义场域中挣脱出来，接受一种替代性的意义赋值过程，其结果是构建了一种新的
“话语性场域”。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一种新的话语的生产过程，从而为相应的社会行为赋予一种新
的话语依据，这在以新社会运动为代表的修辞运动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具体到环境传播实践中，接合
实践所强调的意义生成过程更多地指向对环境传播场域中一系列 “意指概念”的发明、构造与意义
争夺行为。与此同时，接合实践所强调的话语生成过程则强调实现环境议题与既定话语之间的勾连关
系，从既定话语所铺设的逻辑体系中重新审视环境议题，并赋予环境行为一种新的诠释体系和话语支

撑，最终生产了诸如生态正义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浪漫主义、生态区域主
义、绿色消费主义等新的环境话语，以及建立在新环境话语基础上作为新社会运动的诸多环境主义运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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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ABSTＲACTS
On Governance Value and Function of Draft Articles on the Law of Transboundary Aquifers

ZHAO Zhou
With regard to problems of exploitation，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n transboundary aquifers，present

draft articles on the law of transboundary aquifers are neither codification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nor a
treaty text or soft law document. However，owing to the reliance on and reflection of existing fundamental of in-
ternational law，draft articles as a whole inherently contain“accordance”force in the framework. Governance
value and function of draft articles is to make each state consider sovereignty and interest of other states，pru-
dently make decision and take action，and induce the states concerned to make appropriate bilateral or region-
al arrangements. Draft articles have formulated a kind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of“soft balance between right
and obligation”，and dynamic governance model based on framework obligation，which should be an appropri-
ate path and method of governance on transboundary groundwater resource. China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provisions of draft articles，take necessary response strategy to properly safeguard national interest and push in-
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transboundary aquifers.

China's Industrial Water Use and Pollutants Emission Efficiency: A Study based on Provincial Data
from 2003 to 2012 SHEN Man-hong，CHENG Yong-yi

To implement the Most Stringent Water Management System and resolve the water crisis effectively，it's
very important for China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water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the discharge and
management of Chinese industrial sectors. Applying Total Factor Analysis Framework which includes bad out-
puts，this paper studied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dynamic trend of Chinese industrial water utilization
with the data from 2003 to 2012，and got the main findings as follows: ( 1) Taken the water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into consideration，the industrial TFP of some western provinces experienced negative growth; ( 2)
The industrial water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China was rising as a whole，but the gaps between the technology
frontier and more than one third of the provinces expanded; ( 3) The industrial water pollutants discharge effi-
ciency of Beijing，Tianjin and some least developed western provinces was relatively high while the level of the
water consumption and pollutants discharge in industrial sectors was high in most other provinces. ( 4) The
discharge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in some provinces declined，notably in western provinces like
Guizhou，Yunnan，Gansu，Ningxia and Xinjiang etc. .

Articulation Practice: Search for Ｒhetorical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LIU Tao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bases its discourse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Ｒesearchers

have extended their practices of context representation，discourse production and meaning definition rivalry
through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persuasion and discourse production，articul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rhetorical practice. Its significance is to discover the link between things and specific discourse，
which further facilitates the interpretations of discursive framing and metalanguage of dis-
course. Environmentalists have found out the subtle articul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specific dis-
course based on a series of established discourse，which has not only realized new discourse production and re-
production，but also provided a kind of legal discursive support for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